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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是不断借鉴吸收海

外规划理念，并与本土制度及规划实践相互交融而

演进的。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时期到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中国从全面学习参照苏联模式，

到逐步借鉴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规划经验并予以

吸收，推动了中国城乡土地利用的相关规划体系及

内容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本文将基于国际经验影响

的视角，重点选取与城乡土地利用较为密切的城市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土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

等规划类型进行分析，并结合国家机构改革和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趋向，提出相关建议。

1  城市规划 ：从“照搬”苏联模式到引进
西方模式

1.1  计划经济时期全盘接受苏联模式 ：土地无

偿使用制度下的城市规划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是在苏

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启动的，苏联的规划模式整体

引入中国，初步建立起“总规”制度 [1]，为初创时

期的城市规划奠定了重要基础 [2]。当时，苏联主流

思想认为所有的社会主义城市都是工业城市，一切

应围绕工业生产而规划。受到这种工业理性规划思

想的影响，苏联的城市规划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

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的继续与具体化 ；二是社会主

义城市具有生产性，被看作是与布置工业用地相结

合的统一体 [3]。1953 年开始，在苏联的经济和技术

援助下，中国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了 156 项建设单位

和 694 项配套限额以上单位的工业建设 [2,4]，城市

土地利用是城市规划的关键内容。遵循城市规划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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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中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不断引进借鉴国外规划理念，并与中国特色土

地管理制度和本土规划实践相互交融，发展演进。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社会、

经济等各方面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城乡土地利用的规划工作也不

无例外地走上“苏联模式”道路。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共同推

动下，其他国家的规划思想和理论不断涌入，大大突破了原先单一向苏联学习的

模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城乡土地利用规划体系的发展。本文回顾了新中国

成立以来不同发展阶段，国际理念和经验的引介对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

土规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发展的影响，并阐释相关规划在演进过程中借鉴与独创

相互交融，逐步形成适应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规划体系。最后尝试对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提出启示性建议。

Abstract: The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 planning in modern China evolved by continually 
absorbing international planning theories and concepts based on the domestic practice 
of land management and plan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 China 
learned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urban and rural land use plann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e land use planning system was influenced by foreign experience other 
than the Soviet Un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mpacts of learning from foreign countries 
on urban planning, land use planning, territorial planning, and major functional zoning 
planning at different times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RC. It explains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relevant planning through integrating foreign experience and domestic 
innovation, and eventually establishing a planning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dapt to n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end, the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some 
enlightening suggestions for the ongoing territorial spatial plann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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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在苏联专家的直接指导下，中

国开展了从厂址选择、工业区与生活区布局、基础设施配套

安排到城市总体布局方案及其实施管理等一系列城市规划工

作 [5]，促进了工业建设的发展，形成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

在厂址选择方面，重视工厂之间的生产协作，力求成组安排

工厂，既可节约用地，又方便工业生产。工业区和生活区之间，

按工业的污染情况安排不同宽度的绿色防护带。生产设施与

生活设施同步规划、设计和施工，确保生产生活协调发展 [3]。

“一五”“二五”期间，完成了沈阳、武汉、哈尔滨等重点

城市的改扩建规划工作，结合城市现状，重组城市用地功能，

重点调整工业布局，延续城市路网结构，重点加强各区联系，

并在工业区扩建的基础上，对应集中建设成片的工人新村。

依托老城区，重点规划建设了洛阳、兰州、西安、成都、包

头等新兴工业城市，在布置工业项目时学习苏联生产与生活

就近平行发展及居住区街坊布局等规划理论和技术，将新老

城区统一规划，形成有机整体，同时尊重城市历史文脉，尽

量避开老城建新城 [5]。另外，以工业建设为中心，结合重点

项目的选址布局，就近资源地开发建设了株洲、平顶山、茂

名等一批工业城市，实行工业用地和居住、交通、游憩用地

合理的功能分区，生活区就近工业区，形成合理分散、自成

体系的“生产 + 生活”综合单元 [6]。这一时期的土地利用规

划工作充分体现了苏联“生产力均衡布局”和工业区规划理

论 [7]，结合中国国情与城市规划思想嫁接，完成了中国大多

数城市的规划建设，使城市规划在中国有了明确的地位和作

用，也促进了第一代规划专业技术人员的形成，逐步创建了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体系。

进入 1960 年代，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变动，中苏关

系逐渐恶化。受此影响，城市规划工作脱离了苏联在资金、

技术上的直接支持。但受益于前 10 年苏联模式打下的基础，

新中国的规划专业人才队伍已经建立，技术方法上虽有延续，

但考虑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情特色，走上了相对独立的

道路。“三线建设”时期，按照“大分散、小集中”的要求，

中国城市规划工作者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大庆工农结合的新

型矿区、合肥风车状组团模式、攀枝花山区带状组团等新型

规划模式。

苏联影响下的城市规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继续和具体

化，与国家计划体制及权力政治有紧密关联，突出的是空间

安排职能，有效配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建设。在计划

纲领指引下，规划为土地资源配置与空间战略部署提供实施

性保障。城市土地实行严格的功能分区，通过理性的统一分

配，可以最优化使用土地，避免用地功能之间相互干扰 [8]。

1953 年苏联《城市规划 ：技术经济之指标及计算》被引入

中国，提供了规划中常用的各种技术参考指标 [9]。

1.2  美国区划经验的引进和改造 ：适应城镇土地有偿使

用趋向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计划经济时期实行行政划拨的土地无偿使用制度，中

国的详细规划受到苏联公有制经济下大型公建开发模式的影

响，拘泥于分区地块再细分，追求工程管线和道路位置再安

排 [10]，指定建筑红线，体现为一种较为机械的规划形式。然

而，这样制定的建设开发强度，常常是违背土地市场经济规

律的，缺乏灵活性和弹性，规划的操作性和实用性欠佳。虽

然世界上第一部区划法规于 19 世纪末期出现在德国，但美

国在土地使用分区规划和管理方面的影响更加深远。从 1961
年纽约推行新的分区规划后，美国城市规划不断调整引入容

积率、容积率奖励、开发权转让等管理手段，灵活性逐步加强。

1980 年，美国女建筑师协会访华，带来了土地分区规划管

理的新概念。同年，中国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

各城市都要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

1980 年代初，为适应外资建设的国际惯例要求，深圳

等城市开始征收城镇土地使用费。1982 年，上海虹桥开发区

效仿国际上加工工业区的规划方法，将整个工业区划分为若

干地块，对每个地块提出八项指标，规定地块使用性质，可

以直接为开发谈判服务，这是一种类似于管理性质的土地开

发规划 [10]，中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雏形由此开始出现。1987
年，清华大学在桂林中心区详细规划中引入区划思想，正式

提出“控制性详细规划”这一名称，将中心区用地按区、片

和地块划分为三级，每个地块规定 12 项指标，对其使用性质、

开发强度和环境要求作出规定，初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控规

基本方法 [11]。1988 年，温州市旧城规划广泛汲取了国内外

成功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控规成果。自此，控规的

雏形诞生并逐渐走向完善。1991 年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

办法》中明确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内容和编制要求。

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城市建设的投资渠道、开发主体、建设方式等机制发生了重

大改变，原计划经济下的详细规划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形势

需要 [12]，为了服务市场经济下的城市经营和土地开发，控制

性详细规划不断变革和完善。后续较有代表性的是深圳法定

图则制度。1996 年，深圳参考香港法定图则和以美国为代

表的区划经验，开始了法定图则制度的探索，并一直延续至

今 [13]。2007 年，《城乡规划法》进一步明确了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法律地位，并将其作为土地出让规划条件设置的基本依

据。2010 年，在充分吸收各地实践经验基础之上，《城市、

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出台，并于次年开始实施。

总体来看，中国控制性详细规划最初在形式上借鉴了美

国的分区规划，但由于两国政治制度、土地制度等的差异，

直接采用的经验有限，主要还是以本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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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方法为主，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种规划管理措施。

中国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是以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确定未来开

发的用地性质、建筑容量等，是规范市场开发行为的工具，

在管理中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14]。

2  土地利用规划 ：从学习苏联的农村土地整理到
建立中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2.1  计划经济时期 ：学习苏联农村土地整理规划
1950 年代初，土地利用规划由苏联传入中国，当时被

称为“土地整理”，后改称为“土地规划”。新中国成立初期，

土地利用规划以提高农业生产能力为重点，实质是农村土地

利用规划，主要内容包括 ：农村居民点和经营中心的选址，

农村各种农业生产用地的配置，农村交通网、水渠网的配置，

以及各种农业生产用地的内部规划。1954年起，黑龙江、新疆、

海南等地相继开展了国有农场的土地利用规划工作 [15]。其中，

黑龙江友谊农场的规划设计和土地整理是在苏联国有农场部

派来的专家具体指导下，引入和应用土地整理理论和工程技

术，参照苏联国有农场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的 [16]。苏联专家还

先后赴新疆、河北、广东等地，具体指导规划设计和土地整

理。进入 1960 年代后，农村土地规划主要转向按照重工业

发展要求，为适应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发展的需要，试图提

供适宜的土地组织条件。

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构建中国的

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目标的提出，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初期，经济增长呈现粗放增长的模式，

“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在沿海部分城市兴起，土地成为

地方政府的重要资产。在这种发展热潮下，耕地减少速度达

到高峰。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 R. Brown）在 1994
年发表研究报告《谁来养活中国 ?》（Who Will Feed China?），

耕地急剧减少等问题得到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1996 年，国

务院颁发《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节约

和合理利用土地，严格控制城市规模 ；1997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

知》，围绕保护耕地、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等目标，提出

新时期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系列要求。截至 1996 年底，

中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完成了第一轮的省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市、县、乡级总体规划也普遍开

展。在新形势下，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入了全面修编阶

段。与此同时，《土地管理法》进行了相应的修订，明确提

出“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强化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城乡土地利用的整体管控

作用。1999 年，国务院批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1997—2010 年）》；到 2000 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从国

家到乡镇的五级规划，并开始正式实施。由此，中国建立了

自上而下逐级控制，以土地供给制约引导需求，以耕地保护

为基本出发点的规划编制体系和以土地用途管制为核心的规

划实施制度，奠定了中国现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技术体系

和制度基础。土地用途管制始于德国和美国 ：德国采用分区

方法，将城市划为若干功能区 ；美国的用途管制则加入了对

土地利用密度的限定。二战后，各国土地用途管制手段日益

丰富，主要包括控制城市规模扩张，保护农业用地，通过土

地利用分区和密度、容积率管制规范土地使用和开发 ；通过

土地开发规划许可制度，控制土地使用和开发行为 [17]。

2003 年开始，国务院部署了以全面清查开发区为重点的

土地市场治理整顿，要求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200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出台，第三

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启动，此次规划以加强土地管理的

宏观调控作用、坚守耕地红线、优化土地利用结构、科学合

理利用土地和保护土地生态为主要目的。2008 年，国务院审

议通过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 年）》

提出“落实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通过划定规模边

界、扩展边界和禁止建设边界，形成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

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四类空间管制区。这种基于

土地用途管制的建设用地空间管制模式的全方位实施，表明

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走向基于土地资源利用的区域综合

规划。

3  国土规划 ：从学习欧洲、日本的国土整治到中
国的“开发、保护、整治”三位一体

3.1  改革开放初期兴起的国土规划 ：引进借鉴欧洲、日

本等国土整治思路
二战后恢复重建时期，欧洲许多国家开展了以工业和城

镇建设的空间协调为主体内容的国土规划工作。1960 年代—

1980 年代，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城市环境日益恶化，

国土规划受到空前重视。这一时期，日本进行了四次全国综

合开发规划纲要的编制，荷兰也编制了四次全国国土规划，

法国把全国分为若干相互联系的区域进行了全面的国土规划。

伴随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也开始关注国

土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作用。以往苏

联理性主义的规划模式和利用建筑工程手段解决城市土地分

配的技术体系，难以适应多元、弹性的规划要求，规划界开

始对苏联模式的利弊加以总结，同时广泛引进欧洲、日本等

发达国家的经验。1978 年，中央高层领导人第一次出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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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发现西欧国家特别重视国土整治工作，受到很大启发，

提出要对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治理和保护加强综合协调和规划

管理，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在地域空间的综合协

调作为国土规划的中心任务 [18]。1981 年，中共中央书记处

第 97 次会议提出“搞好中国的国土整治”“要搞立法，搞规

划”；次年机构调整后，国土规划工作由国家计委牵头全面

展开 [19]。1982—1984 年，在京津唐、湖北宜昌等 10 多个地

区开展了地区性国土规划的试点。在试点基础上，提出全国

性的国土开发整治战略和生产力布局构想 [20]，参照日本经验

开始编制全国性“国土总体规划纲要”。截至 1993 年，全国

26 个省市完成了国土规划的编制工作。

中国的国土规划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和国

土开发利用的经验教训，试图借鉴国际上国土开发整治经验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当时的学术研究工作可以看出，国

土规划理念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有学者

提出借鉴国外分期分批整治开发国土的经验，例如美国首先

建设沿大西洋的东北部，然后沿大西洋向南和沿五大湖向西

发展，1930 年代转向中西部，1960 年代—1970 年代建设重

点转向西南部 [21] ；法国国土整治以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

衡为主要目的，既包括远景规划，又有三年、五年的具体实

施计划 [22] ；有学者对日本历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作了详细介

绍，指出日本国土整治是以“国土调查”为基础，根据不同

时期的经济发展需要制定重点突出的开发计划，强调各行各

业的综合发展 [23]。在国土规划实践工作中，中国先后派出规

划专业人员赴西德、波兰、日本等国家学习。西德设立了专

门的国土整治规划机构，并通过联邦立法保证规划的编制实

施，形成了联邦区域整治规划纲要、州区域规划纲要和州区

域发展规划、区域整治规划、地区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

规划、城市建筑总体规划一套完整的规划体系 [24]。波兰由国

家计委负责组织编制，将空间发展规划和经济发展计划视为

整体，国家、省、市的空间规划相互衔接，把部门规划与综

合规划、城市规划和乡村规划有机结合起来 [25]。日本也颁布

法律，成立专门的整治领导机构国土厅，并建立专业的国土

整治科技队伍，以国土资源全面调查为基础，有计划、有重

点地进行国土综合开发 [23] ；从 1962 年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开

始，日本连续编制了三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对促进经济协

调发展，调整地区产业结构，形成现代化交通网络和改善国

土面貌，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26]。1988 年初，山东省青州市

与德国巴伐利亚州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开展了以土地整理和

村庄革新为主要内容的试点项目 ；同年，中日两国合作编制

了《海南岛综合开发规划》；1992 年日本国际协力事业团与

中国九江市合作完成了《九江市综合开发规划（草案）》[19]。

这些均体现了国际经验在中国国土规划实践的形成和发展过

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和土地公

有制等原因，中国对苏联规划的关注依然没有停止 [2]。苏联

很重视国土规划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在自然资源综合开发、

利用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区域生产综合体 [27]。由于国土规

划是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其性质、内容和任务基本上

与区域规划相同，中国还翻译出版了《苏联区域规划设计手

册》，全面引入苏联区域规划的理论、实践与方法，逐步探

索为国土规划服务的区域规划 [19]。

3.2  2010 年代探索形成的国土规划 ：协同强化国土开

发、保护、整治功能
2011 年，《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1—2030 年）》开始

编制。在新形势、新体制下，国土规划着眼于资源的合理开

发与保护。按照“政府组织、专家领衔、部门合作、公众参与、

科学决策”的要求，编制完成《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
2030 年）》，于 2017 年初通过国务院审批，提出国土规划“对

国土空间开发、资源环境保护、国土综合整治和保障体系建

设等作出总体部署与统筹安排，对涉及国土空间开发、保护、

整治的各类活动具有指导和管控作用，对相关国土空间专项

规划具有引领和协调作用，是战略性、综合性、基础性规划”，

重在协同推动国土集聚开发、分类保护和综合整治。国土规

划的重点在于推进“要素”型国土空间的用途管制，同时体

现了加强“区域”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控制思路。“区域”

型国土空间的分类反映了从主体认识的角度考察国土空间的

思维，而“要素”型国土空间分类反映了从客体存在的角度

认识国土空间的思维 [28]。

4  主体功能区规划 ：借鉴欧洲空间规划经验形成
的类国土规划

进入 21 世纪，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发展格

局，使得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日益受到重视，地区品质逐渐

成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此背景下，欧盟委员会

及其成员国于 1999 年通过了《欧洲空间发展战略》（ESDP: 

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作为促进成员

国一体化进程的跨区域空间发展纲领，是从单纯的土地利用

和空间布局扩展到多方位的综合规划，并通过整合欧盟、跨

国、区域 / 地方三个层面的空间政策，协调和引导各成员国

的发展政策 [29-30]。空间规划再一次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英

国以《2004 规划与强制购买法案》的颁布和 2005 年《规划

政策文件 1：传递可持续发展》的修订为标志，构建了国家—

区域—地方三级空间规划，并以政策统筹为基础，形成一个

相互衔接的完整体系 [31]。德国在原西德国土和区域规划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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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建立起一套地方高度自治的联邦制国土规划体系 [32]，

包括联邦空间秩序、州域规划、地域规划、地方 / 城镇规划

四个层次 [33]。

这些西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空间规划体系存在一些共同

之处。首先，非常重视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例如：

欧盟将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均衡发展作为《欧洲空间发展战

略》的基本方针 [34] ；1998 年，《欧洲空间规划研究计划》再

次指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趋于多元，传统的二

分法逐渐淡化，功能区的概念不断加强 [35]。德国在《地区规

划指导方针》中强调实现区域的平衡发展，注重发挥城市网

络的协同效应。其次，规划过程强调公共参与。以英国为例，

在纵向上，无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规划干预较强还是控制减

少，都十分重视横向层面对社会的分权，公众参与在空间规

划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34]。再次，以法律和经济手段共

同保证规划实施。例如荷兰空间规划主要通过县土地配置规

划来实施，如果县级政府不能执行，则直接对特殊地区编制

法定的土地配置规划 [36]。联邦德国的空间规划相关的最高层

面法律文件有《建设法典》《建设法典实施法》《规划图例条

例》《空间规划法》《空间规划条例》[37] ；空间规划的主管部

门除了主管规划立法和制定政策外，还掌握一部分资金，以

便对各州的发展进行协调和引导 [38]。

中国发展改革部门在思考以往国土规划编制经验以及

发展规划改革方向的过程中，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结

合以往区域协调的思路，于 2003 年提出要增强规划的空间

指导，确定了主体功能的思路。2006 年，“十一五”规划纲

要明确将“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的重要内容，从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开发的适应性角

度，将国土空间分为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

调整完善区域政策，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

开发结构。随后召开了一系列工作会议，由国家发改委组

织，分层次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工作，2007 年底形成了主

体功能区规划审议稿。2011 年 6 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

正式颁布，各省也相继出台了省级层面的主体功能区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重视资源环境区划，通过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明确区域国土开发的主体功能定位，天生带有“区域”

型国土规划的基因。

5  结论与讨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土

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各类规划的发展过程中，既广泛借

鉴了国外的成功经验，又立足本国实践探索，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体现了借鉴与独创的相互融合。城乡土地利用的规

划理念和方法既有“拿来主义”，在本质上与本源国家有一

致性，又顺应了中国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形

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复杂的、强调实用性的城乡

土地利用规划体系。

2018 年，城乡土地利用规划迎来重大的管理职能转变。

国家组建自然资源部，负责推进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主体功能区规划等“多规合一”，试图建立统一的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并予以监督实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直接指

导和调控城乡土地利用的基本依据，国土空间规划应立足于

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大计、长远大计，承担起基础性、指导

性、约束性的功能，以“管”和“用”作为管制目标，以职

责划分和实施手段为前提，构建“一总四专、五级三类”体

系，重点应推进“三基一水两条线、两界一区五张网”的保

护开发边界体系“落地”[39]。其中，总体规划应针对国家和省、

市县、县级以下规划三大类型，加强自上而下的调控，以指标、

边界、名录等管理手段为主，为规划的编制、实施和监管服务；

同时探索自下而上的规划思路，借鉴英美等国家的社区规划

等公众参与手段，在符合上位规划政策框架的前提下，提供

更具弹性的配套措施，更好地服务地方发展，回应民众需求。

专项规划包括资源保护利用类规划、国土空间整治与生态修

复类规划、重大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类规划、保护地类的保

护利用规划等，可根据相应层级的总体规划按需编制。

在总体规划涉及的国土空间保护开发边界体系中，“三

基”（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天然林、生态公益林等基

本林地），“一水”（江河、湖泊、湿地等水域），“两条线”（生

态保护红线和自然岸线）属于保护边界 ；“两界”（城镇开发

边界、村庄建设边界），“一区”（产业集聚区），“五张网”（交

通网、能源网、水利网、信息网、安全网）属于开发边界，

安全网涉及人文安全、资源安全、生命安全等要素，共同实

现重点刚性管控和适度弹性管理的有机结合。有关规划的具

体内容可以设想为：在国家、省级层面的总体规划，偏重战

略指引和区域协调，总体规划应落实重大空间布局，明确专

项规划的目标任务，确定县级单元的主体功能定位。在市县

层面的总体规划，以两规合一为基础，绘制市县域一张蓝图，

重点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控

制线；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特别是中心城区）内，

进一步明确功能分区、开发强度分区以及用于指导控制性详

细规划编制的单元分区，城镇开发边界外划定管控分区、管

控单元等；面积较小或具备精细化管理能力的市、县，可以

全面落实“三基一水两条线，两界一区五张网”的空间布局

内容。

县级以下的规划具有实施管理功能，可以按照单元规划

或乡镇规划来组织编制，首先落实“三基一水两条线，两界

一区五张网”的空间布局 ；涉及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规划，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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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 ；涉及城镇开发边界外的规划，应编制

乡镇规划（或单元规划）、村庄规划，重点整合目前各自然

资源类规划和专项规划，统一实施自然资源监管，推动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制度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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